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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参与下民族村寨村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研究 

——以贵州省黎平县铜关村为例 

黄国庆 代思怡
1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以贵州省黎平县铜关村村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管理 5个方面分析了 NGO 组织参与下民族村寨村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探讨影响村民对效应感知的关键因素。

研究表明：铜关村的旅游正处在发展阶段，村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NGO 组织参与下的旅游扶贫促进

了当地经济水平、个人素质的提高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但村民参与旅游的能力和决策权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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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作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有着其他扶贫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我国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西藏、新疆、

贵州等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受现代化影响较小，保留着原生态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习俗，为旅游扶贫的开展提

供了资源条件。旅游扶贫开发不再是简单的输送资本、技术等资源，而是通过开发和培训让当地贫困人口拥有创造财富的机遇

和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带动效应，是一种“造血式”扶贫模式［1］。 

我国在 21世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加强规划与引导，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

方式参与扶贫开发。这是我国扶贫战略的重要转变，为 NGO组织参与扶贫提供了更广阔的公益市场空间和政策支持。 

1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1.1 民族村寨与旅游扶贫研究 

民族村寨既是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

扶贫开发对策建议、旅游扶贫模式、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等领域。王海燕等以川西桃坪羌寨与上磨藏寨为例，从民族村寨旅游开

发对文化传承的影响出发，总结了民族村寨开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2］;任友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对民族村寨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并以贵州省石阡楼上千年古寨为例，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3］;罗永常从旅游利益分配现

状及原因出发，基于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4］

;黄亮等以西双版纳俸族园为案例地，

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研究，针对该地区旅游发展模式提出了实施整体开发、以人为本、文化制胜和科学管理战略，为其他民族

村寨发展旅游提供借鉴参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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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旅游扶贫效应研究 

旅游扶贫效应主要是指旅游扶贫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正负方面影响
［6］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呈现出从区域

经济效应为主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并重发展的趋势转换，研究视角也从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换［6］。黄登斌等以

南疆深度贫困地区库木库萨尔村居民为例，探析了当地居民对非遗旅游扶贫效应的重要感知因素［7］;张伟等以安徽铜锣寨风景区

旅游扶贫开发为例，基于旅游扶贫开发对贫困人口的经济影响和非经济影响，从实际效应、感知效应、效应可持续性 3 个方面

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了评估［8］;李会琴等通过对陕西省洛川县谷咀村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社会、环境

效应感知［9］。 

1.3 NGO 组织参与扶贫研究 

NGO 参与扶贫工作最早可追溯到英国的《慈善法》《济贫法》《新济贫法》，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发展到了其他国家［1°］。我

国对 NGO组织的研究借鉴了国外的典型经验，并根据国情将研究重点聚焦于 NGO组织参与扶贫的路径探析、NGO 组织与政府在扶

贫中的合作、NGO组织参与扶贫的优劣势等。匡远配基于我国民间组织发展演变历程对主要参与扶贫的 NGO组织进行了分析，总

结出特点和问题，并提出了未来参与扶贫的 NGO 组织向去行政化、合作化和法制化发展的方向
［11］

;武继兵等通过对政府与 NGO

组织在扶贫领域的战略性合作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合作的必要性、合作模式、合作内容和合作机制，呼吁社会各界团结起来参

与扶贫工作［12］;蔡雪林从我国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人手，分析讨论了非营利组织在参与式扶贫过程中取得的成效与不足，并

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的扶贫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13］。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管理等角度出发，对 NGO 组织参与旅游扶贫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丰富和完善精准扶贫理论体系，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打赢新时期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区基本概述 

铜关村位于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的西南部，海拔 380m，距离岩洞镇驻地 7km，东邻近岩洞岑卜自然寨，西与矛贡中闪村毗

邻，南与宰拱村接壤，北靠近述洞村。2019 年，全村共有大寨、小寨、燕洞等 3 个自然寨，村民小组 8 个，447 户居民，人口

1796 人，包括侗族、汉族、苗族等 4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8%（侗族占 93%）;劳动力人口为 1562人，外出

务工人员 569人，男女比例约为 1:1。 

铜关村景色优美，村寨依山傍水而建，寨边梯田层层，寨脚溪水长流。侗族的吊脚楼是铜关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般使

用木头建造而成，多为两层，楼上住人，楼下圈养牲畜或堆放杂物。侗族服饰多种多样，布料以自织自染的侗布为主，每逢传

统节日村民穿着传统服饰，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此外，铜关村还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的发祥地之一，被誉为“侗歌

之乡”，有着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总体上来看，铜关村拥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欣赏

价值和考察价值。 

2.2 NGO 参与下的铜关村旅游扶贫 

2009 年 6 月，NGO 组织腾讯基金会启动了“腾讯筑梦新乡村”的实验性项目。2012 年，铜关村引起了基金会的注意。腾讯

基金会通过互联网凝聚各方力量，整合各方资源打造出一个移动互联网村。腾讯基金会开展的扶贫工作包括：①解决了铜关村

的硬件问题。基金会联系运营商对铜关村进行了 4G全覆盖，免费数据流量，并联系中兴公益赞助全村每户 1台智能手机。②对

当地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修建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约 3.07hm
2
,建筑面积约 5600m

2
,建筑功能为侗族大歌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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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戏台，十洞十三寨民俗展厅、传统织染和刺绣区、农耕文化体验区，专家楼、客房、办公楼、工作人员宿舍等。生态博

物馆依山傍水，外观与周围山水、民居环境融为一体。项目团队结合铜关村村民为博物馆提供的侗歌表演、纺织染绣制作、传

统侗族食品制作、四季农耕采摘体验、节庆风俗体验等，策划了铜关村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深度体验游方案，设计出服务体验

闭环，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的铜关村旅游生态系统。③消除信息获取障碍。腾讯基金会对村民进行微信沟通、网络获取信息培训，

如“为村贵州黎平铜关村”微信公众号既是铜关村村民之间、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也是铜关村向外展示的窗口。

公众号内有村友圈、村务、事物等多个专题，村民可通过村友圈发布商品售卖、招聘、学习分享等信息，游客可注册成为村民，

在线预约博物馆门票、住宿和购买特产。铜关村村民由此踏上了“互联网+乡村”的变革道路，旅游业也在腾讯基金会的支持下

得到不断发展［14］。 

2.3 问卷调查设计与数据回收 

调查问卷分为 3个部分:①被访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年限。②对 NGO 参与

下民族村寨村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评价。一共有32项具体指标，采用李克特 5级量表，从 1-5 分别代表 5个不同的等级，

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中立、比较同意、完全同意。③NGO旅游扶贫下铜关村村民的收益情况，包括旅游开发前后村民从事的

行业、家庭人均年收人，旅游收人在村民家庭收人的占比，家庭平均年收入在旅游开发前后的变化程度。 

2019 年我们在铜关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覆盖铜关村大寨、小寨、燕洞 3 个自然村寨，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对铜关村

进行深人调研，采访对象包括当地村民和村干部。围绕 NGO 组织参与下民族村寨村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问题深度访谈 12人，

形成访谈纪要 12份;发放调查问卷 67份，回收有效问卷 61份，问卷回收率为 91.1%。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

铜关村男女村民的性别比例大致相当，绝大部分为 36-65 岁年龄的青壮年，印证了外出打工者较少的事实。大部分被调查者为

普通群众，占样本总数的 95.1%。初中及以下学历所占样本较大，说明当地村民文化程度较低。村民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时间不

足一年的占 63.9%，平时靠务农谋生;本地居住年限大于20年的原住民占样本总量的 95.1%。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样本描述性特征分析(样本容量61人) 

指标性描述 样本量和百分比 

性别 男 32人(52.5%)、女 29(47.5%) 

年龄 

18 岁以下 0人(0%)、18-35 岁 3人(4.9%)、

36-50 岁 15人(24.6%)、51-65 岁 22人

(36.1%)、65 岁以上 21人(34.4%)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3人(4.9%)、民主党派 0人(0%)、

共青团员 0人(0%)、群众 58人(95.1%)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9人(80.3%)、初中 6人(9.8%)、

髙中 3人(4.9%)、大专及大学 3人(4.9%) 

从事旅游业工

作时间 

不足1年39人(63.9%)、1-3年13人(21.3%)、

3-5 年 9人 

(14.8%)、5年以上 0人(0%) 

职业 

务农 43人(70.5%)、务工 10人(16.4%)、专

业养殖 0人(0%) 

行政人员 1人(1.6%)、服务人员 3人(4.9%)、

无职业 0人(0%)、在读学生 2人(3.3%)、其

他 2人(3.3%) 

本地居住年限 5年以下 0人(0%)、5-10 年 1(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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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人(3.3%)、＞20年 58 人(95.1%) 

 

注：资料数据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整理，表 2-7同。 

 

3 结果及分析 

3.1 村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感知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为村计划”为铜关村村民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影响主要体现在村民家庭年收人的提高和就业

机会增加，问卷中这两项的均值都大于 3.5。铜关村微信公众号数据显示，铜关村博物馆建成后，2016 年农民人均年收人 6253

元，村集体经济收人5.2万元。调查结果显示，NGO 组织参与铜关村旅游扶贫前，当地村民家庭人均年收人低于 3500 元的占 86.9%，

而 NGO 组织进行旅游扶贫后家庭人均年收人高于3500 元的占 80.4%，有 82%的村民认为家庭年收人增加(表 2)。 

表 2旅游开发前后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照 

旅游开发前家庭 频率 百分比 旅游开发后家庭 频率 百分比 

人均年收入  (%) 人均年收入  (%) 

2300 元以下 35 57.4 2300 元以下 2 3.3 

2300-3500 元 18 29.5 2300-3500 元 10 16.4 

3501-4600 元 6 9.8 3501-4600 元 37 60.7 

4601-5700 元 2 3.3 4601-5700 元 10 16.4 

5700 元以上 0 0 5700 元 2 3.3 

合计 61 100 合计 61 100 

 

在调研访谈中了解到，生态博物馆在修建时全部雇佣的是当地村民，支付工钱约 400 万元，建成后他们则成为馆内的服务

人员。也有不少村民通过在馆内表演侗歌、侗戏和民俗舞蹈，每场表演获得几十元到一百元左右的报酬。此外，还有村民通过

开办民宿、售卖侗族刺绣获利。从问卷结果可见，NGO 组织进行旅游扶贫后仍有 8.4%的村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3500 元以下，有

1.7%的认为旅游收人占家庭年收人的比例大，说明旅游扶贫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仍不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少部分村

民未享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就“导致村民贫富差距悬殊”一项来看，有 98.4%的村民普遍认为获得的财富是依靠自身

的能力。 

从“促进了村落产业结构的调整”一项来看，均值仅为 2.82,说明 NGO组织参与下的旅游扶贫一定程度上调整了铜关村的产

业结构，但仍有提升的空间。虽然部分村民参与到相关旅游行业中，但是比例不高。从“完善了村落基础设施”和“完善了村

落旅游接待设施”来看，均值分别为 3.98 和 3.75,说明旅游业发展对当地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改造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与博物馆的修建和当地公路提升改造的实际情况相符(表 3)。 

表 3 NGO参与下民族村寨村民对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的感知 

调查项目 均值 标准差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增加了家庭年收入 3.74 1.18 16.40 1.60 82.00 



 

 5 

增加了村民的就业机会 3.85 0.91 13.10 4.90 82.00 

旅游收人占家庭年收人的比例大 1.79 1.36 85.00 13.10 1.70 

导致村民贫富差距悬殊 1.57 0.62 96.70 1.60 1.60 

促进了村落产业结构的调整 2.82 1.09 47.50 19.70 32.80 

完善了村落基础设施 3.98 0.90 8.20 6.60 85.20 

完善了村落旅游接待设施 3.75 1.06 14.80 6.60 78.60 

 

3.2 村民对旅游扶贫的社会效应感知 

从表 4 可见，社会效应因子均值为 2.86。其中，“改善了村落的治安状况”一项均值为 3.00,说明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

村落的治安状况并未受到影响；“提升了村民的素质能力”一项均值为 3.57,说明 NGO 组织参与旅游扶贫后村民的素质有提高；

“影响了村民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加剧了人地矛盾的冲突”两项的均值分别为 1.31 和 1.85,均低于 2 以下，说明铜关村村寨

氛围良好，村民相处融洽，NGO 组织参与下的旅游扶贫并没有打破村寨原有的和谐，也没有加剧人地矛盾的冲突；“村民们对游

客的到来持欢迎态度”一项均值达到了 4.61，其中不同意者为 0,同意者占95.1%，说明铜关村的村民对游客普遍持欢迎的态度，

体现了侗族人热情好客的特点(表 4)o 

表 4 NGO参与下民族村寨村民对旅游扶贫社会效应的感知 

调查项目 均值 标准差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改善了村落的治安状况 3.00 1.21 44.30 9.80 45.90 

提升了村民的素质能力 3.57 1.20 18.00 8.20 73.80 

影响了村民人际关系的和谐 1.31 0.53 96.70 3.30 0.00 

加剧了人地矛盾的冲突 1.85 0.98 82.00 11.50 6.50 

村民对游客的到来持欢迎态度 4.61 0.59 0.00 4.90 95.10 

 

3.3 村民对旅游扶贫的文化效应感知 

从表 5可见，文化效应因子的均值较高，为 3.88。其中，“村落建筑保持了民族性”一项均值为 3.41，铜关村大部分房屋

为木质吊脚楼，仅有部分村民已将房屋修建为现代风格的楼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落建筑的民族性。“村民服饰具有民族

性”一项均值为 3.51。村民们反映，“平时穿侗服在田间劳动不方便，每逢重要的节日和参加表演时会穿上侗族的传统服饰”。

“民族艺术表演具有真实性”一项均值达到了 4.56。村民说，“我们唱的侗戏都是根据生活中发生的故事来唱的，就是讲我们

这里的生活。”“村民对传统文化具有认同感、村民愿意传承和保护传统技艺、村落旅游产品开发符合游客的期望”3项均值均

在 4.0 以上，充分体现了铜关村村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树立起了高度的民

族自信，认为本民族的文化对外地游客有着非常特殊的吸引力，在展示文化的同时也渴望将其发扬光大，走出贵州，走向全国。

但“村民生活方式保持了传统”一项均值仅为 2.66,说明旅游业开发明显冲击着铜关村村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但这种冲击并未造

成较大的破坏性，更多的是体现在生活条件改善方面。如互联网的开通，使村民可与在外打工的亲人视频通话，购物可用微信

支付，旅游产品可通过网络售卖，通过微信群了解村委会发布的信息。 

表 5 NGO参与下民族村寨村民对旅游扶贫文化效应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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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项目 均值 标准差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村落建筑保持了民族性 3.41 1.20 23.00 19.70 57.30 

村民服饰具有民族性 3.51 1.25 24.60 14.80 60.60 

民族艺术表演具有真实性 4.56 0.53 0.00 1.60 98.40 

村民对传统文化具有认同感 4.62 0.55 3.30 31.10 65.60 

村民愿意传承和保护传统技艺 4.56 0.59 0.00 4.90 95.10 

村落旅游产品开发符合游客的期望 4.00 0.84 1.60 29.50 68.90 

村民生活方式保持了传统 2.66 1.05 41.00 44.30 14.70 

 

3.4 村民对旅游扶贫的环境效应感知 

从表 6 可见，环境效应因子的均值为 3.29。其中，“村落建筑与村落环境具有协调性”的均值为 3.43,但同意者的占比低

于 50%，说明 NGO组织参与下的旅游扶贫对村落建筑与村落环境保持协调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有一些问题。在实地调

研中发现，不少村民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水泥砖瓦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建筑与环境的协调性。“旅游接待设施与村落环境

具有协调性”的均值为 3.77,与 NGO 组织修建的侗族生态博物馆和村民修建的侗族风格民宿的事实相符。“游客的到来破坏了村

落环境”的均值低至 1.44,不同意者占 95.1%，同意者为零，说明游客前往村寨旅游并未对铜关村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完善

了垃圾存放和污水处理设施、村民愿意自觉保护村落环境”两项的赞同率均在 50%以上，说明NGO 组织在参与铜关村旅游扶贫时，

对当地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民对当地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 

表 6 NGO参与下民族村寨村民对旅游扶贫环境效应的感知 

调查项目 均值 标准差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村落建筑与村落环境具有协调性 3.43 1.01 19.70 36.10 44.20 

旅游接待设施与村落环境具有协调性 3.77 0.88 8.20 27.90 63.90 

游客的到来破坏了村落环境 1.44 0.59 95.10 4.90 0.00 

完善了垃圾存放和污水处理设施 4.13 0.81 0.00 26.20 73.80 

村落的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 3.38 1.27 16.40 21.30 62.30 

村民愿意自觉保护村落环境 3.59 1.16 21.30 31.10 47.60 

 

3.5 村民对旅游扶贫的管理效应感知 

从表 7 可见，管理效应因子的均值较低，为 2.92。其中，“扶贫对象的认定是公平的”和“扶贫资金的使用具有透明性”

的均值都为 2.79,可见村民对这两项因素的感知均值较低的原因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虽然 NGO 组织打造了属于铜关村的公众号，建立了村务公开的窗口，上面发布了各种村务信息，但有的村民因为年龄太大

或自身教育程度较低，不会登录使用公众号，无法接触到此类信息，导致信息沟通不畅。“村民参与了旅游经营决策的制定”

的均值低至 1.77,不少村民表示未参加过任何旅游经营决策会。根据访谈得知，NGO 组织对旅游扶贫过程中的各项管理工作多是

交给了村委会决定，村民在管理过程中缺少话语权，并未真正参与到管理中去。“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有成效”一项均值为 3.34,

不少村民表示自己的工作仍以务农为主，说明 NGO 组织参与下的旅游扶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铜关村旅游业发展，改善了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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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贫困状况，但旅游并没有形成产业化和品牌效应。“帮扶措施解决了贫困户的实际困难”均值为 3.41，赞同率在 50%以上，

说明 NGO组织采取了一定的帮扶措施，切实解决了贫困户的生活困难，但仍有 34.4%的村民表示并未接受过 NGO 组织的帮助和扶

持。在“对贫困户的教育培训落到了实处”的均值为 2.41，说明 NGO 组织对当地村民的教育培训有待改善。“村民参与了旅游

收人的利益分配”的均值为 3.9,这与村民在 NGO 组织参与下的旅游扶贫过程中经济收人得到提升、村落基础设施完善的事实相

符。 

表 7 NGO参与下民族村寨村民对旅游扶贫管理效应的感知 

调查项目 均值 标准差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扶贫对象的认定是公平的 2.79 1.27 60.70 16.40 22.90 

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有成效 3.34 1.25 24.60 18.00 57.40 

扶贫资金的使用具有透明性 2.79 1.05 44.30 26.20 70.50 

帮扶措施解决了贫困户的实际困难 3.41 1.30 34.40 6.60 59.10 

对贫困户的教育培训落到了实处 2.41 1.17 57.40 23.00 19.70 

村民参与了旅游经营决策的制定 1.77 0.86 91.80 3.30 4.90 

村民参与了旅游收人的利益分配 3.90 0.85 11.50 6.60 82.00 

 

4 结论、讨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的描述统计和深度访谈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铜关村旅游正处在发展阶段，村民对扶贫正效应的

感知呈现出上升的良好态势。主要是：①经济效应方面，在 NGO 参与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下，村民对经济水平提高、工作机会增

加、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完善等方面感知强烈，对促进村落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村民贫富差距方面的感知不明显。②社会效应

方面，在NGO 参与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下，村民对社会效应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如提升了村民的素质、村民对游客表示欢迎等，

而对影响村民人际关系的和谐、加剧人地矛盾的冲突等负面效应感知不明显。③文化效应方面，村民对 NGO 参与民族村寨旅游

扶贫下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的感知强烈，但在村落建筑保持了民族性与村民的生活方式保持了传统方面的效应感知较低。④环

境效应方面，村民对 NGO 组织参与下的旅游扶贫正面效应感知强烈，认为 NGO 组织参与下的扶贫工作促进了当地的环境保护，

对负面效应的感知并不明显。⑤管理效应方面，村民对 NGO 组织参与下的旅游扶贫负面效应感知较强烈，主要体现在扶贫过程

中对扶贫对象的认定和扶贫资金的使用不够透明，村民未参与到旅游经营决策中，对贫困户没有做到针对性的帮扶和培训，这

都是源于 NGO组织与村委会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在村民参与旅游收入的利益分配方面，村民有着较为强烈的感知。 

4.2 讨论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改革开放和 1986 年实施的大规模扶贫开发，特别是自 2013 年启动脱贫攻坚战以来，全

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0年的 16567 万人下降到 2018 年的 1660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0 年的 17.2%下降至 2018 年的 1.7%，减

贫幅度高达 15.5%，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5］。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人民，是我国的庄严承诺和重大职责。 

毋庸置疑，我国政府是“中国式减贫”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力量，在制定扶贫开发纲领，增加对贫困地区资金投入、公共产

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住房安全和义务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6］

，不断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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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落实扶贫责任，逐级分配和传递扶贫资源，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成为扶贫资源使用、监督、考核的主体。

但这种大包大揽的扶贫体制机制，忽视了不同贫困地区、贫困群体对扶持政策需求的差异性，抑制了脱贫主体的内生动力，阻

碍了 NGO组织等社会力量在扶贫开发中作用的发挥。 

政府主导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势在必行，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意义重大。我国政府在 21

世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中明确指出，要加强规划与引导，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

发［17］，探索政府、行业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中国减贫模式，充分挖掘 NGO 组织在资源整合、人员培训、利益表达、化解

冲突等领域的优势潜力，最广泛地动员更多的力量投人到减贫实践中，是我国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研究中，铜关村在 NGO 组织腾讯基金会的扶持下，修建了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发展生态民俗旅游。博物馆修建时全部雇

佣当地村民，村民在景区打工获得收人;博物馆建成后当地村民作为馆内服务员，参与侗歌表演、纺织染绣制作、传统侗族食品

制作等获取报酬。博物馆收人除了一部分用于维持馆内运营和支付工作人员工资外，其他部分用于建设村寨、发展教育。此外，

部分村民开办民宿和农家乐、售卖侗族刺绣，与博物馆提供的中高端旅游产品错位经营，村民参与了旅游收益分配，分享了旅

游发展成果，因此对旅游扶贫的正效应感受强烈。事实证明，NGO 组织参与旅游扶贫，在帮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做出

了巨大贡献，是政府主导型扶贫的有益补充和创新突破。 

4.3 建议 

主要是:①强化村民对经济效应的感知。一是通过旅游扶贫增加村民的就业机会，提高村民家庭收人，鼓励更多的村民参与

旅游扶贫开发。NGO 组织应加强对贫困户的培训教育，对仍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进行针对性帮扶，创造出更多适合贫困村民的工

作岗位，让铜关村所有的贫困户都能感受到旅游扶贫带来的效益。二是大力宣传特色农产品，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将生态农业

与旅游业结合起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村民的经济收人。三是维护和修缮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为发展旅

游业完善硬件设施，同时升级整合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特色精品，不断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调整。②巩固村民对社会效应的感知。

首先，NGO 组织要加大对铜关村村民的培训教育，宣传积极思想，营造文明社区环境，不断提升村民的素质能力。其次，在发展

过程中 NGO 组织要聆听村民的意见，合理采纳，维护与村民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第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约束游客行为，

提升村民服务水平，避免因不文明现象造成村民与游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③进一步提升村民对于文化效应的感知。首先，NGO

组织要进一步培养村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村民要循循善诱，让他们认识到热情好客的侗族村民本身就是旅游吸引物，

鼓励他们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其次，加大对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利用互联网技术不断开拓旅游市场，将侗族文化源

源不断地向外输出，进一步增加其民族文化的自豪感。④稳固村民对环境效应的感知。一是 NGO 组织要加大对铜关村村落环境

的保护，结合村落实际情况对村落建筑、旅游接待设施、垃圾存放和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修缮与维护，使其与村落环境相协调。

二是建立健全环境卫生的保护制度，完善景区内相关标识，提醒游客保护村落环境。三是提升村民的环保观念，让村民自觉保

护村落环境，促进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⑤改进管理效应中出现的不足。首先，设立监督机制和扶贫成效的评估制度，保证

旅游扶贫工程中的公平性与透明性。其次，不断调动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保障村民参与到旅游经营决策，从而赢得村

民的信任与支持。第三，加强对村民参与旅游能力的培训，提升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水平和层次，确保村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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